
中等收入群体客观社会地位与

主观阶层认同分析

———兼议如何构建主观阶层认同上的橄榄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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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对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阶层认同情况进行了研究，目的在于揭示

要实现社会结构的稳定，不仅仅应当在客观收入上构建橄榄型社会，更应当实现中

等收入群体在社会身份上对中产阶层身份的认同。本文使用中国社科院社会状况综

合调查 ( CSS 2015) 的数据。调查发现，在当前我国的中等收入人群中有半数以上

的人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下层或者社会下层，即存在社会阶层认同下移的倾向，且

不同世代的群体在社会阶层认同方式上存在代际差异。政策建议包括进一步调整收

入分配结构，大力促进民生领域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逐步消除具有制度性歧视的

社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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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层”和“中间阶层”一直是社会学界研究和关注的

重点。作为社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产阶层在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社会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在经济高速发展的

同时，我国也进入社会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社会各

阶层出现分化和重组，阶层构成比例逐步发生着变化。比较明显的是，随着我国工

业化进程的迅猛发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正逐渐增加。中产阶层是一个社会的稳定

器 ( Ｒadler，1912)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逐步形成

橄榄形分配格局”。李培林等认为，要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关键在于扩大中等收

191



入者比重，并借助国家治理，综合运用市场调节、政府再分配以及强化家庭的再分

配功能等多种手段达到建构橄榄型分配格局的目的 ( 李培林，2015; 李培林、张

翼，2014) 。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等收入者比例有所增加，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在主观上也

认同自己处于中产阶层。这种身份不认可，一方面反映了其对自身当前收入的不满，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其对我国当前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平的不信任 ( 李春玲，2016 ) 。

而这样的不满和不信任对于我国社会结构的稳定和发展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建设

橄榄型社会，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不仅包括在收入结构上使得中等收入群体比例

持续扩大，更要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在其主观身份认同与收入上的一致性，即实现其

对中产阶层身份的认同。换言之，仅仅在客观收入指标上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并

不能代表中等收入群体认同其社会中产阶层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更不能将经济

收入增长所形成橄榄型社会与社会形成稳定的结构相等同。然而，相关的研究表明，

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阶层认同通常会出现下移的情况 ( 刘欣，2002; 李培林，

2005; 高勇，2013; 冯仕政，2011; 李春玲，2015，2016) ，也即在经济收入上达到

了中等以上水平收入的群体依旧倾向于将自己归类到社会中下层或者社会下层。针

对这一现象，本文试图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2015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

查 ( CSS2015) 的数据进一步挖掘和探讨中等收入群体身份下移的程度和影响因

素，以便从理论上探索减少中等收入群体底层认同倾向，实现其在主客观指标上

的一致性，为确保我国中产阶层群体的壮大，构建正真意义上的橄榄型社会提供

理论证据。

二、文献梳理和研究假设

伴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我国工业化进程迅猛发展。在

快速工业化过程中，中等收入群体随之兴起并逐渐发展壮大。李培林认为当前我国

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开展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对于我国成功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意义 ( 李培林等，2017) 。

尽管学术界对中等收入群体 ( middle income group) 的表述方式有所不同，其又

被称为中产阶层 ( middle class) 或中间阶层，但含义大体是相同的。目前的研究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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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同的指标体系研究和探讨了中产阶层的规模和特征，并普遍承认了采用中等收

入来界定中产阶层的合理性。美国经济学家南茜·伯兹奥尔等人认为可以通过收入

中位数法来定义中产阶层 ( Nancy et al. ，2000 ) 。我国学者肖文涛认为中间阶层介

于富有阶层与贫困阶层之间，其划分标准主要是收入水平和财富拥有量 ( 肖文涛，

2001) 。李春玲认为，可以从职业、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生活方式和主观认同这

几个维度来确定个人是否属于中产阶层 ( 李春玲，2003 ) 。还有学者从收入水平、

职业类别和教育资本三个指标出发，将中产阶层分为三个类别: 核心中产阶层、半

核心中产阶层以及边缘中产阶层 ( 李培林、张翼，2008) 。钟茂初等以定量界定的

方式，通过恩格尔系数将系数介于 0. 40—0. 30 的人群界定为中产阶层 ( 钟茂初等，

2010) 。朱迪则认为中产阶层是指工作稳定、物质生活比较宽裕，收入处于中等水

平的人 ( 朱迪，2017) 。

尽管以往的研究系统论证了采用中等收入来衡量中产 ( 中间) 阶层的合理性，

并在一定程度上描绘出了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和特征，但在中产阶层主观身份认同

上的研究却相对较少。所谓社会阶层的认同，指的是阶层内部成员对自身所处的社

会阶层地位的认知和感受。从收入来看，尽管我国中产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占

比日益增加，但人们对中产阶层主观认同的步伐却尚未完全跟上 ( 冯仕政，2011) 。

例如，CGSS2006 的数据显示，“农民阶级”认同的人数占比为 45. 8%，“工人阶级”

认同人数占比为 41. 5%，两者合计达到 87. 3%，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人只

有 6. 95%，但很多并不在这 6. 95% 中的人已经是 “中产阶级”了 ( 冯仕政，

2011) 。也即中等收入群体对自己目前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所处社会地位以及社会

参与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认识并没有达到理论和现实意义上中间阶层的相应表现。

在现有对中产阶层身份认同下移的研究中，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

了分析和讨论。刘欣通过“相对剥夺感”来解释主观阶层认知，认为人们的阶层认

知不是简单取决于其所处的实际社会地位，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社会经济地

位的“相对变动” ( 刘欣，2002) 。李培林从 “认同碎片论”角度出发，认为随着

社会变迁，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态度呈现 “碎片化”趋向，主观阶层认同与客观

社会地位会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且距离会越来越大 ( 李培林，2005 ) 。高勇则从 “参

照系转移”的角度出发，认为阶层认同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 “参照系”的转移，之

前的“参照系”是共同体的归属，而现在则转变为个体对市场机遇的占有 ( 如收

入) ( 高勇，2013) 。李春玲认为由于人们本身过高的物欲期待和不满足心态，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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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导致群体性焦虑，继而致使很多中产阶层对自己中产身份并不认同。这样的身

份认同下移或错位现象，一方面反映出人们对当前自身职业、收入和地位等处境的

不满，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公平感问题。从人们的身份认同来看，

这样的身份认同下移会使人们的主观认同形成一种 “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而这

样的社会结构必然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

随着“80 后”、“90 后”进入劳动力市场，中等收入群体的结构也正在发生快

速的变化。现有研究在对中等收入群体进行分析时，通常把这一群体看作一个整体，

无论是“相对剥夺”视角，还是“群体性焦虑”视角，都没有对该群体的内部差异

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本研究认为，不同世代的人群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和生活经历，

因而可能在主观阶层认同上存在代际差异。具体来说，“40 后”、“50 后”、“60 后”

群体完整地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对 “阶级”有着特殊的认识和回忆，而这种成长

历程很可能会对他们的社会阶层认同产生影响。而对于 “70 后”、 “80 后”、 “90

后”而言，其成长、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全面改革开放的时代，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被大力发展的背景下，他们的社会认同方式与前几代人有显著区别。例如，在

市场经济时代，“阶级”、“阶层”等概念被赋予的主要是经济意涵而非政治意涵，

这样的变化可能会使得不同世代的群体在社会阶层认同上有所差异。具体来说，本

研究认为，因为更倾向于对自身的经济水平进行上行比较，中等收入人群中的 “70

后”、“80 后”和“90 后”比 “40 后”、“50 后”和 “60 后”更易发生阶层认同下

移。此外，结合以往文献，我们认为受访者的相对剥夺感越强，焦虑感越强，制度

性歧视感越强，越不认同中产阶层的身份。并且这三个因素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

可能具有代际差异，且就这三个因素对不同世代的人群在主观阶层认同上的影响也

可能不同。因此，本文在对中等收入群体进行整体分析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分析和

讨论不同世代群体在阶层身份认同上的差异。

三、调查数据与统计模型

(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 CSS 2015) 的数据。该调查采

用 PPS概率抽样和入户问卷访问方式，共访问了 10243 名城乡居民。CSS 在抽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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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上采用了多阶段复合抽样 ( Multi-stage Composed Sampling) 的方法，即分县 /市 /

区、居委会 /村委会、居民户、居民 4 个阶段抽样，每个阶段采取不同的抽样方法。

最终共抽取 151 个县 /市 /区下属的 604 个村委会 /居委会。收集的数据具有全国代表

性。在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和操作化上，本研究借鉴了收入统计值 ( 中位值、百

分位值等) 作为参照标准的方法，以受访者的家庭平均收入的中位数为标准，将收

入等于中位值的 0. 75 倍及以下的人群定义为低收入群体，将收入高于中位值的

0. 75 倍但是低于中位值的 1. 25 倍 ( 包括 1. 25 倍) 的人群定义为中低收入群体，将

收入高于中位值的 1. 25 倍但是低于中位值 2 倍 ( 包括 2 倍) 的人群定义为中高收入

群体，将收入高于中位值 2 倍的人群定义为高收入群体 ( 朱迪，2017) 。进而将全

体样本划分为社会下层、社会中下层、社会中上层、社会上层。其中，家庭平均收

入为社会中下层和社会中上层的群体被界定为中等收入群体。

( 二) 统计模型

本研究首先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和人口统计

学特征。其次，本文继续采用了异质选择模型 ( Heterogeneous Choice Model，

Williams，2009; Allison，1999) 处理 Logistic 模型中的异方差问题，从而实现对参

数的无偏估计。具体来说，本研究试图分析不同世代的中等收入人群在主观阶层认

同上的特征和影响因素，采用普通 Logistic回归中时，其前提条件是自变量值域变化

对因变量的影响效应是确定，然而这一假设在相当一部分研究中都不能完全成立;

换言之，对 Logistic 回归中假设的同方差是错误的，这会导致参数估计产生偏差

( Ｒijmen ＆ De Boeck，2002; Yatchew ＆ Griliches，1985) 。为了调整自变量值域变动

导致干扰项方差的差异对自变量参数估计的影响，并使得参数之间可比，我们对广

义异质 Logistic回归模型扰动项增加了一个估计量 σ，从而对变量不同取值中的回归

模型的参数进行整体估计。换言之，对不同的变量，估计量 σ可以取不同取值，而

不是一个固定值。估计量 σ正是体现了变量不同值之间干扰项方差的差异对模型整

体参数估计的影响，并对这种影响进行了调整，同时对 Logistic模型的参数和不同变量

的不同值域的残差项进行估计，即 P ( Yi ＞ j) = invlogit β0j +∑Xkiβkj

σ{ }
i
，i = 0，1，…，

j，k = 1，2，…，n。( Allison，1999; Long ＆ Freese，2006) 。通过允许 σ 在不同变

量的不同取值上有变化并进行估计，可以对模型的参数估计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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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查结果

( 一) 中等收入群体主观阶层认同的描述统计结果

首先，我们对中等收入群体是否认同其属于社会中产阶层进行整体分析。数据表明，

38. 0%的受访者认为其属于社会中层，33. 5%认为其属于社会中下层，更有 24. 6%认为

其属于社会下层。当被进一步问到其家庭是否处于社会中产地位的时候，仅有 28. 1%认

为其家庭属于中产阶层，71. 9%均表示其家庭不属于社会中产阶层。由此可见，当前我

国大多数中等收入群体对其自身所属的社会阶层地位出现下移情况。不同地位社会群体

在面临对其社会地位现状评估时会产生社会认同威胁 ( Scheepers ＆ Ellemers，2005)。

其次，从不同世代人群的主观阶层认同来看，在中等收入群体中，不论哪个世

代，均有超过 5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下层或者社会下层。具体见图 1，在

“40后”、“50后”、“60 后”、“70 后”、“80 后”和“90 后”中等收入群体中，分别

有 52. 35%、60. 65%、57. 99%、56. 32%、61. 88%、55. 46%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处于社

会中下层或社会下层，认为自己处于中上层的受访者均在 4%左右，而认为自己处于

社会上层的受访者则几乎没有。

图 1 不同代际中等收入群体主观身份认同情况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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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我们也分析了中等收入群体在相对剥夺感、焦虑感以及制度性歧视三个

方面的特点。

首先，相对剥夺感的重要测量指标之一是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感。结果显示，

中等收入群体基本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公平情况属于比较公平。例如，就高考制度

来说，有 83. 4%的中等收入群体认为比较公平或者很公平，仅有 16. 6%的人认为高

考制度不公平。然而，就财富及收入分配来看，有 57. 1%的中等收入群体认为比较

不公平或者非常不公平，超过了半数。这其中，有 12. 5%的中等收入群体认为当前

我国的财富及收入分配非常不公平; 同时，数据还显示，就城乡之间的权利待遇来

看，有 54. 1%的中等收入群体认为比较不公平或者非常不公平，也超过了半数。这

其中，有 10. 5%的中等收入群体认为当前我国城乡之间的权利待遇非常不公平。

表 1 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公平认知和相对剥夺感 单位: %

调查项目 非常不公平 不太公平 比较公平 非常公平

高考制度 3. 6 13 64. 2 19. 2

公民实际享有的政治权利 5. 7 27. 7 58. 6 8

司法与执法 4. 9 28. 6 58. 8 7. 7

公共医疗 4. 3 23. 4 64. 4 7. 9

工作与就业机会 6. 6 40. 3 49. 3 3. 8

财富及收入分配 12. 5 44. 6 39. 4 3. 5

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 6. 8 30. 5 55. 4 7. 3

城乡之间的权利待遇 10. 5 43. 6 42. 6 3. 3

总体上的社会公平状况 2. 8 25. 8 68. 5 2. 9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其次，本调查发现，中等收入群体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焦虑感，具体而言: 在对社

会保障的态度上，有 18. 5%表示非常同意“现在的社会保障水平太低，起不到保障的

作用”的说法，46. 7%表示比较同意这一说法。除了对基本社会保障的焦虑外，还有

相当一部分中等收入群体有着较重的经济压力和生活压力。例如，在中等收入群体

中，20. 1%的人表示子女教育费用难以承受; 30. 4%的人表示家人无业、失业或工

作不稳定; 33. 6%的人表示医疗支出大，难以承受; 34. 4%的人表示居住条件较差，

且无能力改善; 38. 5%的人表示家庭收入低日常生活困难; 54. 4%的人表示物价上

涨快，影响生活水平。有近 1 /3 的中等收入群体在生活中有着较大的经济压力，尤

其是在涉及就业、医疗、住房和物价上涨等基本民生领域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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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等收入群体的经济社会压力与焦虑感 单位: %

调查内容 是 否

住房条件差建买不起房 34. 4 65. 6

子女教育费用高难以承受 20. 1 79. 9

医疗支出大难以承受 33. 6 66. 4

物价上涨影响生活水平 54. 4 45. 6

家庭收入低日常生活困难 38. 5 61. 5

家人无业失业或工作不稳定 30. 4 69. 6

当前我国制度性歧视主要表现为户籍制度歧视，而户籍制度歧视则可能引发教

育、医疗、就业等一系列社会制度性歧视问题 ( 肖玉、肖建华，2005; 张智勇，

2005; 高阳，2013) 。因此本文主要通过户籍制度歧视这一指标来进行制度性歧视

分析。调查数据表明，就个体生活满意水平来看 ( 问卷采用 1—10 分计分，1 分表

示非常不满意，10 分表示非常满意) ，受到户籍歧视的群体 ( 农民工) 在各方面的

得分均要低于没有受到过户籍歧视的群体 ( 城镇居民) 。此外，在对政府工作评价

的数据处理上，我们将选项 “很好”“比较好”赋值为 “1”代表 “好评”，“不太

好”“很不好”赋值为“0”代表“差评”，计算“好评”百分比，可以发现受到过

户籍歧视的群体对政府工作好评的占比在各个方面都要低于没有受到过户籍歧视的

群体。而这种对政府工作评价的差异反映了户籍身份 ( 即是否受到户籍歧视) 会影

响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最后，受访者还就社会整体状况进行了 1—10 分的评价 ( 1

分表示非常不好，10分表示非常好) ，受到户籍歧视的群体对社会整体评价仅为 6. 08

( SD =1. 68) ，没有受到户籍歧视的群体对社会整体评价为 6. 41 ( SD = 1. 61) ，两者

在统计上具有显著的差异 ( p ＜ 0. 01) ，具体结果见表 3。

表 3 户籍歧视对中等收入群体社会评价的影响

调查内容

整体生活满意度

就业满意度 教育满意度 经济度情况 整体生活满意度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受到户籍歧视的群体 5. 86 2. 11 4. 19 2. 38 4. 52 2. 10 5. 83 2. 04

没有受到户籍歧视的群体 6. 57 2. 15 5. 24 2. 33 5. 40 1. 97 6. 54 1. 87

T检验显著性 0. 001 0. 000 0. 000 0. 000

政府工作评价 ( 好评百分比)

提高透明 服务意识 发展经济 提供社保 医疗 就业 总体

受到户籍歧视的群体 41. 7 38. 8 43. 2 55. 3 63. 5 38. 5 52. 6

没有受到户籍歧视的群体 56. 0 54. 0 59. 0 69. 4 73. 7 54. 5 6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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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本应当只是社会管理的统计工具，而在当前却与每个公民的社会福利

和公民权利紧密相连。因此，部分中等收入群体虽然在经济收入上成为社会中间阶

层，却因为在各类权利上与有户籍者存在差距，继而产生了“不公平感”和“被歧

视感”，而这种制度性歧视极有可能会对其社会中产阶层身份的认同产生负面的影响。

( 二) 中等收入群体主观阶层认同 ( 下移) 的影响因素分析

这里，我们选取的因变量为受访者是否认同其属于社会中产阶层 ( 1: 认同属

于社会中产阶层; 0: 不认同属于社会中产阶层) 。主要自变量为焦虑感、相对剥夺

感、进城务工群体等。通过建立广义 Logistic 回归模型，本文检验了前面提出的假

设，具体结果见表 4。

表 4 当前我国社会中等收入群体身份认同的广义 Logistic模型 (样本量: 3914 人)

变量 B 标准误差 显著性 exp ( B)

年龄组 ( 参照组为 70 后)

“40 后”群体 0. 647 0. 204 0. 002 1. 910

“50 后”群体 0. 558 0. 170 0. 001 1. 747

“60 后”群体 0. 245 0. 108 0. 024 1. 278

“80 后”群体 － 0. 411 0. 179 0. 022 0. 663

“90 后”群体 － 0. 132 0. 048 0. 031 0. 876

政治身份 ( 参照组为党员)

共青团员 － 0. 034 0. 151 0. 822 0. 967

群众 0. 047 0. 105 0. 654 1. 048

受教育年限 0. 026 0. 011 0. 051 1. 026

进城务工群体 ( 参照组为城镇居民) － 0. 364 0. 146 0. 013 0. 695

就业部门 ( 参照组为无业群体)

政府部门 0. 370 0. 209 0. 077 1. 448

国有 /集体企事业单位 0. 326 0. 132 0. 014 1. 385

民营单位 － 0. 579 0. 176 0. 001 0. 560

个体经商 0. 459 0. 151 0. 002 1. 582

财富收入不平等 0. 029 0. 011 0. 051 1. 029

社会保障焦虑 － 0. 049 0. 015 0. 049 0. 952

养老保障满意水平 0. 051 0. 014 0. 036 1. 052

医疗保障满意水平 0. 074 0. 012 0. 006 1. 077

通过采用修正的广义 Logistic模型，本研究基本验证了前面提出的假设。首先，

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认同中产阶层的身份 ( expβ = 1. 026，ρ = 0. 051)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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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再次验证，不同年龄组在中产阶层身份认同上的确有着非常显著的差异: 与

“70 后”相比，“40 后”、“50 后”和 “60 后”群体更倾向于认同自身的中产阶层

身份，而“80 后”、“90 后”群体则更倾向于不认同自己的中产身份，代际差异具

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同时，焦虑感假设也得到了验证，即“焦虑感越强和生活压力越大，不认同中

产阶层的身份的可能性越高”，这一假设分别在社会保障焦虑 ( expβ = 0. 952，ρ ＜

0. 050) 、养老保障焦虑 ( expβ = 1. 052，ρ ＜ 0. 050) 和医疗保障焦虑 ( expβ = 1. 077，

ρ ＜ 0. 050) 这三个维度上达到了统计的显著性。就相对剥夺感假设来看，越倾向于认

同当前社会财富收入不平等的群体，其不认同中产阶层的社会身份的可能性越高

( expβ =1. 029，ρ =0. 051) 。此外，就制度性歧视假设来看，“制度性歧视感越强，不

认同中产阶层身份的可能性越高”这一假设也在模型中得到了验证，本文通过户口性

质来对制度性歧视进行检验，相较于城市户籍的居民，进城务工群体即在城市工作生

活的农村户籍群体更倾向于不认同其中产阶层的社会身份 ( expβ =0. 695，ρ ＜ 0. 050) 。

( 三) 不同世代中等收入群体社会阶层认同 ( 下移) 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分析不同世代的群体在各职业中的身份认同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在 “政

府干部”中，“40 后”和 “50 后”群体认为其属于中产阶层的占比要远高于 “80

后”和“90 后”群体。而在“个体经商”中，“80 后”和 “90 后”群体认为其属

于中产阶层的占比要高于 “40 后”和 “50 后”群体。但在 “国有企业管理” “民

营企业管理”“专业技术”等职业中，这样的代际认同差异却并不明显。导致这种

结果的原因在于个体对自身身份的认同情况所受的影响因素较多，仅仅做简单的交

互分析并不能控制住其他影响因素，需要通过控制其他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来对其进

行更精准的分析。

因此，我们通过控制相关变量对不同年龄组的中等收入群体身份认同进行了

Logistic分析。在这里，我们把“40后”、“50后”、“60后”的中老年群体与“70后”、

“80后”、“90后”的中青年群体的中产阶层身份认同进行比较，具体结果见表 5。

对中老年群体来说，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群体相较于无业群体更倾向于认同自身

的中产阶层社会地位 ( expβ = 2. 514，ρ ＜ 0. 100 ) ，而个体经商的群体与无业群体相

比，在是否认同中产阶层的社会地位上的差异不显著 ( expβ = 1. 394，ρ = 0. 171 ) ;

对于中青年群体来说，个人经商群体 ( 相较于无业群体) 更为倾向于认同其中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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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代际群体在各职业中的中产身份认同情况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层社会地位 ( expβ = 2. 358，ρ ＜ 0. 000) ，而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群体与无业群体相比，

在是否认同中产阶层的社会地位上的差异不显著 ( expβ = 0. 916，p = 0. 912 ) 。这在

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以往学者提出的 “参照系转移”的观点。

表 5 不同年龄组中等收入群体身份认同的 Logistic测量模型 (样本量: 3914 人)

变量
中老年群体 中青年群体

B 标准误 显著性 exp ( b) B 标准误 显著性 exp ( b)

性别 ( 参照组为女性)

男性 － 0. 301 0. 212 0. 15 0. 740 － 0. 741 0. 241 ＜ . 001 0. 477

政治身份 ( 参照组为党员)

共青团员 2. 291 1. 399 0. 101 9. 885 0. 642 1. 171 0. 591 1. 900

群众 0. 472 0. 395 0. 241 1. 603 － 0. 471 0. 414 0. 267 0. 624

受教育年限 0. 011 0. 032 0. 030 1. 011 － 0. 017 0. 041 0. 086 0. 983

进城务工群体 ( 参照组为城镇居民) － 0. 543 0. 281 0. 050 0. 581 － 0. 189 0. 309 0. 559 0. 828

就业部门 ( 参照组为无业)

政府部门 0. 922 0. 539 0. 089 2. 514 － 0. 088 0. 741 0. 912 0. 916

国有 /集体企事业单位 － 0. 497 0. 431 0. 268 0. 608 0. 321 0. 429 0. 451 1. 379

民营单位 0. 061 0. 300 0. 857 1. 063 0. 315 0. 328 0. 345 1. 370

个体经商 0. 332 0. 241 0. 171 1. 394 0. 858 0. 281 ＜ . 001 2. 358

财富收入不平等 0. 346 0. 142 0. 010 1. 413 0. 208 0. 151 0. 201 1. 231

社会保障焦虑 － 0. 011 0. 141 0. 050 0. 989 － 0. 166 0. 157 0. 312 0. 847

常数项 － 2. 680 0. 861 ＜ . 001 0. 069 － 0. 679 0. 910 0. 461 0.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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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中青年群体来说，相对剥夺感对其中产身份认同的影响 ( expβ =

1. 231，p = 0. 201) 并不像其在中老年群体中的影响 ( expβ = 1. 413，p = 0. 010 ) 那

么显著。从焦虑感假设来看，中老年群体的焦虑感越强和生活压力越大，不认同中

产阶层的身份的可能性越高 ( expβ = 0. 989，p = 0. 050 ) ; 而与之相比较而言，中青

年群体的社会保障焦虑对其中产阶层的社会身份认同的影响则并不显著 ( expβ =

0. 847，p = 0. 312) 。从制度性歧视假设来看，模型通过户口性质对制度性歧视进行

检验，制度性歧视对中青年群体中产身份认同的影响 ( expβ = 0. 828，p = 0. 559) 也

并不像其在中老年群体中的影响 ( expβ = 0. 581，p = 0. 050) 那么显著。

五、分析与讨论

综上所述，本文基本证实了中等收入群体中不同世代群体的社会阶层认同存在

代际差异。且调查结果显示，代际差异可能源自深层次的价值观差异，即价值观的

不同带来的价值判断、工作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 ( Dencker et al. ，2008 ) 可能

是社会阶层认同差异的来源。社会在发展变迁过程中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会对群体

的价值观的形成和塑造产生重要影响，明显的代际价值观的差异常常会出现在社会

发生巨变的时期 ( 陈玉明、崔勋，2014) 。从本文的数据分析来看，20 世纪 60 年代

之前的群体受时代背景的影响，他们往往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坚持国家利益和集体

利益，因此倾向于基于政治身份建立中产阶段认同，他们认为体制内工作是个人是

否属于中产阶层的重要判断标准。而 “80 后”和 “90 后”群体作为新生代的社会

群体，他们成长在新的社会环境之下，受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影响，

他们的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因此在阶层认同上更依赖其对自身经济身份的判断，认

为金钱收入、市场机遇、资源的占有是判断个人是否属于中产阶层的标准。造成这

种代际差异的原因是多样的，但主要原因是不同世代群体成长和生活的社会环境不

同，个体经历带有不同的时代烙印。有学者认为不同的社会结构背景可能会导致不

同中产阶层的性格特征 ( 李路路、李升，2007) 。本文的发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

了该观点。

另外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观阶层地位下移现象在本文中也得到了验证。而如前文

所述，这种主观社会阶层认同下移现象对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会产生诸多负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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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在一个稳定的社会形态中，社会中产阶层应当占主要部分。一般来说，中产阶

层对社会整体价值观有着高度的认同，他们在政治取向上较为保守，对社会改良有

着较高的容忍度和宽容心。同时，在中产阶层占主体的社会里，社会意识形态能够

得到有效的维护，中产阶层对政府的反馈也通常是建设性，而非破坏性或者颠覆性

的。同时，中产阶层更倾向于建设性地参与到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以体制内的渠道

表达个人的政治诉求。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着主观社会阶层认同和客观收入之间的错

配现象，这反映出在社会发展中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客观收入上形成的橄榄型

社会并不等同于主观认知上的橄榄型社会。

调查数据表明，这种主观认知和客观收入的错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对剥夺

感对中产阶层认同的影响。虽然社会成员的经济收入随着改革开放和国家整体的经

济发展而不断增加，但是，社会贫富差距的增大，社会上层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差

距的扩大，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产阶层的社会认同。导致中产阶层在主观阶层

认同上更加倾向于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下层。这种认同极有可能会导致社会中产阶

层在意识形态、社会价值观和政治参与等诸多方面趋同于社会底层群体。

同时，这种错配现象也反映了焦虑感和生活压力对中产阶层身份认同的影

响。从数据来看，当前部分中产阶层在住房、医疗、养老、就业和物价等方面感

受到了较大的压力。尽管目前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但在养老保

障、医疗保障和住房保障等社会福利制度保障方面还不够完善。受社会保障焦虑

和生活压力的影响，中产阶层的主观阶层认同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认同下移的情

况。

此外，制度性歧视也使得部分中等收入群体并不完全认同其属于中产阶层，导

致阶层认同错配。通过数据可以看出，现有的户籍制度安排使持有不同户籍的居民

在中产阶层身份认同上有显著差异，进城务工人员更偏向于不认同其中产阶层的社

会身份。这种差异化的制度安排导致部分人虽然在经济收入上属于中等收入群体，

但是在以户籍为代表的社会身份上很难认同中产阶层这一标签。换言之，中产阶层

这一标签在内涵上应当包含平等的公民权利，完整的公民身份，稳定的社会心态，

正面的政府评价和较高的生活满意等意涵。但是对于因户籍制度藩篱而处于 “二等

公民”的非本地户籍群体，因为没有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从而导致其在中产阶层

认同上易出现下移倾向。

总体而言，由于受社会环境变迁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70 后”、“80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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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90 后”群体与“40 后”、“50 后”和 “60 后”群体在社会阶层认同上存在显

著差异，这种代际差异一方面展现了不同代际群体自身所带有的时代烙印。另一方

面也体现了我国当前社会价值观的分化。此外中等收入群体阶层认同的下移反映了

社会中产阶层的相对剥夺感和社会不公平感。与此同时，户籍制度等差异化的制度

安排也削弱了部分中等收入群体在心理上认同中产阶级社会身份的基础。

六、政策建议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当前我国不同世代的群体间社会阶层的认同方式有所不同，

中等收入群体社会阶层认同下移的现象仍然存在。有相当一部分在经济收入上已经

成为社会中等收入群体的民众在社会身份上却更加认同社会下层的身份，而并不认

同自己属于中产阶层。在政策建议层面，本文认为，要提高中产阶层的身份认同，

政府部门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工作。

首先，应当进一步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促进国家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等制度向

中等收入群体和底层群体倾斜。消除不公平的利益输送，减少和消除社会特权阶层

的存在，实现社会各个阶层在经济权利、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法律权利等方面的

均等化。如果社会中存在着特权阶层，社会资源、经济资源在分配上向特权阶层倾

斜，则必然会增加民众的不平衡心态和相对剥夺感。要调整当前不合理的社会结构，

必须实现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公平分配的问题，这既需要进一步通过市场化手段对

社会财富进行合理分配，也需要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消除灰色收入的渠道，合

理调整财富再分配政策，促进收入分配领域的公平正义。

其次，应当大力促进民生领域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切实提升社会成员的福利

保障水平，提高公众内在的安全感。只有在社会保障政策领域提高福利保障水平，

消除养老医疗等问题造成的内在焦虑，才能切实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阶层认同。从

数据可以看出，中等收入群体成员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专业技术

人员、中小企业主、部分个体经商户、中高等级技术工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和

专业种植养殖户，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享有体制内的社会福利保障。对于

这部分中等收入群体来说，他们并没有体制内群体享有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一旦在

生活中发生重大意外，生活质量便有可能大幅度降低，从而成为低收入群体甚至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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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群体。因此，要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阶层认同，就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通过构筑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减少中等收入群体的后顾之忧。

同时，应当逐步消除具有制度性歧视的社会政策，保障公民权利的平等，不因

户籍身份等制度性的差异造成公众社会身份认知上的偏误。只有逐渐剥离户籍制度

与其他社会福利之间的关联关系，消除户籍制度在公民身份界定、公民权利划分的

负面作用，还原户籍制度应有的社会统计和社会管理功能，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公

平正义，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增强社会凝聚力。

综上所述，只有通过上述领域的政策改革和制度创新，才能有效转变当前存在

的一些负面社会心态，真正实现财富收入分配领域橄榄型社会与社会阶层认同领域

橄榄型社会的同步构建，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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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rt judgment shows special attention on the differences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context． The case

also promotes the progress of legislation on cultural works in China． However，the international law on

folklore has a characteristic of “ethnicity”; but Chinese folklore represents a characteristic of

“nationality”． The article intends to seek the best protected mode of folklore，starting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meaning of folklore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the legal terms．

From Informal Institution to Formal Institution: A Key Factor for th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thnomedicine Based on the Case of Li-Medicine

Zhang Xiaomin 169……………………………………………………………………

Abstract: Li-herbal-doctor / li-medicine is now at an illegal status，which is a typical case of informal

institution． As an informal institution，li-medicine is lack of legal protection，which hinders its further

marke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and fails to satisfy the socioeconomic requirement for its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Base o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theory，this paper studies the cultural transforming

process and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li-medicine in Wuzhishan City，and finds that

the key factor for the successful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Li-medicine to obtain legal recognition is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an informal institution to a formal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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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Social Status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Middle Income Groups in China: A

Discussion on Constructing An Olive-shaped Society with Subjective Identification

Cui Yan ＆ Huang Yongliang 191……………………………………………………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ocial status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middle income groups in current

China，aiming at revealing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an olive-shaped society and its solidarity rely on not

only the objective income，but also the middle-class identification of the middle income group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Survey of CSS2015 b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we find that there is a

tendency toward downward identification of social status in the middle income groups，and a divergent

identification of social status among different generations of them． In this way，we suggest policies

include further adjustment of the structure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promote social welfare for people's

livelihood so as to eliminate the institutional discrimination in social policies grad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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